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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手段。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以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临新的现实挑

战，需要进一步厘清基础设施的内涵和发展规律。在区分基础设施的政策属性、资本属性和产业属性基础上，

从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和地方尺度进行分析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塑造空间发展格局具

有差异化效应，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无形资本的积累和崛起，带来了区域发展路径的分异和区域发展能

力的差距。因此，以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区域间合作方式，以

无形资本培育缩小区域间发展能力差距，以多维政策协调统筹空间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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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

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区域协调发

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另

一方面，当前区域协调发展依然面临东西部地区发展绝对差距仍然较大、东北和西北地区经济活力不

足、区域生产力布局同质性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依然突出等困难［1］。因此，需要破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

略需求及其现实挑战之间的困境，实现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

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2］。基础设施内在属性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一，基

础设施具有政策属性，在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下发挥差异化效应，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环

境有效提升区域间资源配置能力，畅通区域间要素流动，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的区域联动。

第二，基础设施具有资本属性，对实体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投资推动了物质资本的形成与积累，对非实体

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了无形资本的形成与积累。第三，基础设施具有产业属性，基础设施推动了数据、

专利、标准等无形资本积累，因其难以测度而无法完全反映在经济增长的数据上，但在以创新为根本动

力的新发展阶段，无形资本积累的规模与速度是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以基础设施政策属性为切入点，分析国家、区域、地方多层级尺度下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基础设施资本属性塑造区域空间格局的特征事实，进而剖

析基础设施通过培育无形资本积累而带来区域发展的分异，探索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无形资本培育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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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

二、基础设施政策属性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空间是现代国家行使权力的物质基础，基础设施是国家权力对空间改造的物质表现［3-4］。工业革命

之后，现代国家通过修建各类基础设施持续推动国土空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于国土空间的控制与

管理能力随之大幅提升［5-6］。因此，权力尺度内涵于基础设施的空间尺度之中，基础设施政策效应在

“国家—区域—地方”三重尺度下具有差异性，并暗含指向性和方向性。国家尺度的基础设施规划发挥

联结效应，区域尺度的基础设施布局发挥网络效应，地方尺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发挥集聚效应。基础设

施一旦建成便具有在地性和不可移动性，体现了各层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其行政边界和权利范围内，

为实现发展目标制定和实施的战略、规划和政策。

（一） 国家尺度：基础设施规划与联结效应

大型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是国家尺度基础设施政策的典型体现，作为系统性工程，从建设到运营

的全生命周期具有复杂性、关联性、可控性等特征［7-8］，需要国家层面的规划、投资和实施推进。国家尺

度下的基础设施规划和实施统筹了国家战略需求、区域发展机遇和地方资源禀赋等多方面的现实和需

求，通过联结效应协调多层级管理主体、多元化利益相关者和多学科交叉技术。基础设施的联结效应

一是体现在以重大工程推动国土空间内部要素配置、经济发展、社会运行等各系统之间的联结［5］，例

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一系列重大工程的规划与建设，极大促进了资源的开发

和跨区域传输，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二是体现在以区位营造改变原始资源禀赋劣势

和自然条件限制，以发展能力均衡化提升国土空间各功能区之间的联结。例如，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等

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贵州以大数据引领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基础设施建

设改变了内陆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原始区位条件和自然障碍，新空间优势的营造提升了当地向

外开放与联结的水平。国家尺度下，基础设施规划与实施对国土空间格局的重新塑造是国家意志和治

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国家作为组织主体的动员力，以及系统优化各地区复杂关联关系的协同力。

（二） 区域尺度：基础设施布局与网络效应

区域战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9］，基础设施布局不仅是区域发展战略在实体空间的有

效落实，也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促进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设施布局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

运转型基础设施布局，体现在保持城乡经济与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城市的市政设施、蓝绿

空间等设施和农村的乡村道路、农田水利等设施。城乡间运转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优化，是保障城乡

居民顺利展开生产和生活的基础，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二是开发型基础设施布局，体现在

以基础设施合理布局挖掘区域内部发展能力和连通四大板块畅通国内大循环两个方面。能源基础设

施、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面向“一带一路”的开放基础设施等在西部地区布局，扩展了国家发展的战

略回旋空间，培育了西部地区内生增长动力。基础设施网络化布局支撑了国土空间开发和促进了经济

发展轴带形成［10-11］，城镇交通体系的建设、综合交通体系、电网水网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布局等［12］，促进

了区域间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连通。三是引领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在适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

绿色基础设施引导区域和城市的产业升级、缓解区域间、城市间和城乡间资源错配。由信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构成的新型基础设施超前布局，有助于发挥西部地区资源优势，推动区

域间优势互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最大特征是不受物理距离的限制，因此，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地和

使用地是可以分离的，如“东数西算”工程便是利用这一特性，拓展了区域间新型合作模式。

（三） 地方尺度：基础设施建设与集聚效应

地方政府是基础设施的实际建设者和最大投资方［13-14］。在“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激励”共同作

用下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机制［15］，基础设施的超常规发展既是地方政府赢得“标尺竞争”

的首选工具，也是实现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策略。一方面，基础设施能够改善城市投资环境，配套设施

建设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政策，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将能够吸引资本集聚。另一方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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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集合”，高质量、便利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能够提升城市吸引力［16］，促

进企业和劳动力向城市集聚。例如，水电气暖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居民

生活便捷度，城市大脑、智能感知等智慧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活

力［17］。但也需要关注到，地方尺度基础设施建设的集聚效应在促进要素集中的同时，也会带来城市间

发展差距扩大、城市内部空间隔离等负外部性。因此，克服地方尺度基础设施负外部性，需要国家尺度

下基础设施规划的统筹发展和区域尺度下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的调整优化。

三、基础设施资本属性与空间格局塑造

（一） 基础设施资本属性的内涵

基础设施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投资金额巨大、投资周期长等属性与特征，表明基础设施属于

公共产品［18］，主要由政府直接投资或引导投资。同时，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的巨额投资无法完全依靠

政府财政支出，需要引入私人资本、社会资本、国际资金等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这意味着基础设施是

一个资本形成过程，资本属性是基础设施的内涵，基础设施是资本的物化形式。资本属性使基础设施

具有先期性［19］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的先期性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吸收大量过剩资本，并在达到

一定水平后取得长期收益［20］，投资基础设施需要通过债务融资等方式贴现未来收益。资本作为运动中

的价值，在空间的流动呈现集中和分散两种形态［21］。受到资本逐利性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会自发向

收益高的空间集聚：一方面，资本高度集聚的空间会引发“市场拥挤效应”，造成资本收益率下降，资本

则自发由高度竞争空间分散到更有潜力的低竞争空间。另一方面，基于公平和发展的需求，资本的运

动会受到国家政策的调节，通过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适度调整资本流向。

（二） 基础设施建设与空间格局塑造

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及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1999 年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宏观背景是，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央政府

通过发行长期国债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给予了政策供给。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取

得突破性进展，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大型水利枢纽等重大、重点工程相继建成［22］。为应对美

国次贷危机的冲击，2008—2010 年，中央和地方共同投资 4 万亿建设城乡基础设施、改善民生和灾后恢

复重建等，其中，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投资 18 000 亿，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约

3 700 亿［23］。这两次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国民经济积累了大量实物资本，本文基于 OECD（2009）资
本核算框架，将基础设施的资本形成过程划分为投资、折旧、价值形成、存量积累这 4 个过程（如图 1 所

图 1　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测度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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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并结合金戈［24］（2016）、朱发仓和祝欣茹［25］（2020）的方法，测算了 31 个省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①。

从图 2 可以看出，2000—2020 年全国四大区域的格局在稳定发展中有所调整。东部地区基础设施

资本存量接近于中西部之和，2006 年起，东部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全国比重呈现小幅下降趋势。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保持稳定增长，且略高于中部地区。2013 年起，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

量增长明显，且与中部地区的差距扩大，东北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全国比重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在区域发展战略引领下，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指向和落地空间的方向明确，区域间差异化的

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强化了各区域产业分工与发展路径，提升了中国区域经济的空间格局。一是国家立

体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了国内大循环的骨架。交通基础设施有效促进了国内市场间的连接［26-28］，

压缩要素流动的时间距离，提升了商品流通效率。二是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全面投资构筑了城市群与都市

圈为空间载体的增长格局。对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的投资加强了城市的发展能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

了城市间资源要素的流通，形成了以城市群与都市圈为空间载体的分工合作网络。三是对东部地区科研

基础设施的投资塑造了三大城市群引领创新的格局。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落地巩固了东部地区创新引

领的格局，塑造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的区域创新系统。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在北京、山东、广东

和上海的布局占全国比重约 60%，大型科研仪器分布占比达到 5% 以上的省份有北京、江苏、广东、上海、

浙江和山东六省市。四是对西部地区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形成了西部地区能源输出、上游产品供给的格

局。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一方面能源基础设施开发了西部地区水、煤、油气等

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了西部地区风能、光能等天然资源。2020年，水电、核电、

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达到 50% 以上的 9 个省份，有 7 个位于西部地区。五是对西部

地区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巩固了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通过退耕造林、封山育林、水

土保持等重点生态工程为西部地区积累了大量具有生态价值的资产。

四、无形资本积累与区域发展路径分异

以公路、铁路、桥梁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城镇化，促

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为要素流动提供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又具有产业属性，根据《中国投

资领域统计年鉴》的定义，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铁路、道路、航空、管道等运输业，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和卫

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利、公共设施和环境保护等管理业，这些行业有利于完善行业

①　受篇幅限制，省略计算过程和细节，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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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20 年各区域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与占全国比重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图 1 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技术路线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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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技术标准、管理与服务标准，进而推动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规范、常识和制度［29］，为企业的

专利、商标、品牌、版权等无形资本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无形资本通常定义为缺乏物理形态的生产资

本，专利、软件和数据库、商标、客户名单、特许经营协议，以及组织资本和公司特定的人力资本是无形

资本的重要构成［30］。无形资本在企业支出中不体现为即时消费，而是通过长期的投资和维护在未来产

生持续的现金流，无形资本没有实物形态，却是重要的生产性资本［30］。虽然无形资本因难以核算而不

能完全反映到 GDP 的增长中，但无形资本反映了企业和地区的创新能力、经济竞争力和技术水平。以

科技创新为主体的企业已经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泉，基础设施建设能否衍生无形基础设施，进

而促进无形资本的积累成为区域发展路径分化的重要原因。

（一） 无形资本积累与区域差距

创新能力强的企业、高效的企业组织模式、宽松的制度环境等因素促进新型基础设施效用最大化，

新型基础设施进一步推动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制度优化。新型基础设施和无形资本之间螺旋式上升

模式有可能导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一方面，区际间实际发展水平差距会被部

分掩盖。无形资本的积累有相当一部分无法表现在 GDP 核算中，例如，能够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广告设

计、市场研究、企业特定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等，尚未计入国民经济账户［31］，但却促进了实际的经济增

长，这将导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实际增长水平的差距会被部分掩盖。另一方面，区域内部劳

动力收入差距趋向扩大。软件、数据库、知识产权等无形资本增长加剧了资本与劳动技能之间的互补

性［32-33］，形成无形资本技术对于劳动力的替代，从而加剧了高低技术水平间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此

外，对核心员工的培训是无形资本的重要构成，这会带来企业内部管理层、技术骨干等核心员工与普通

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后，权益投资、员工入股等非现金投资是无形资本投资的重要模式［34］，企业经

营、行业冲击、创意的经济价值、权益的现金流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将带来不同投资主体间收入差距。

（二） 无形资本积累的区域特征

本文采用 Corrado［35］（2005）对无形资本的分析框架，将无形资本分为计算机化信息资本、创新资本

和经济竞争力资本，基于郑世林和杨梦俊［36］（2020）的计算方法，估算了除西藏外 30 个省份的无形资本

存量。三类无形资本的具体构成基期形成的法定财产类型，计算无形资本存量过程中使用到的各种无

形资本的折旧率、价格指数等具体信息见表 1①。

从全国总体趋势来看（如图 3 所示），一方面，2000 年以来无形资本存量快速增长。无形资本存量

①　受篇幅限制省略无形资本测度的具体过程，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表  1　无形资本类别及无形资本存量的折旧率、价格指数

无形资本类型

计算机化信息资本

创新资本

经济竞争力资本

无形资本构成

软件

科学 R&D

矿藏勘探

新建筑和工程设计

金融新产品设计

广告

市场研究

企业特定人力资本

组织资本

投资可形成的法定财产类型

专利、版权、设计知识产权、

商标

版权、其他

专利、设计知识产权

专利、其他

版权、设计知识产权

版权、设计知识产权、商标

其他

版权、商标

专利、版权、其他

折旧率

年数总和加速折旧法，计算得到新增

软件在使用年限内的每期折旧率分

别为 5/15、4/15、3/15、2/15和 1/15。

将创新资本服务年限 9 年，残值率

0.05，计算得到折旧率约为 0.28，
并将其作为 2012~2016 年的创新

资本折旧率，以捕捉创新资本折旧

加速的态势。

2000—2011 年，品牌资本折旧率

0.65，竞争资本 0.45。2012—2016
年，品牌资本折旧率 0.63，竞争资

本 0.43。

价格指数

消费者价格指数（0.6）＋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0.4）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0.2）、
消费者物价指数（0.35）与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0.45）
合成价格平减指数

消费者价格指数（0.6）＋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0.4）
消费者价格指数（0.7）＋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0.3）

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进

行平减

54



第  3 期 李姗姗  等：基础设施多重属性建构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由 2000 年的 5 092.71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80 789.15 亿元，平均增长率达到 19.54%。尤其是在

2000—2013 年之间，无形资本存量增速保持在 20% 以上（除 2004 年增速为 19.93%）。另一方面，无

形资本存在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2011 年起，无形资本存量增速逐渐放缓，无形资本存量增速与基

础设施资本存量增速呈现回落和趋同态势。2017 年起，无形资产和基础设施资产增速首次降至 10%
以下，2020 年，两者增速分别为 6.79% 和 6.76%。

从无形资本的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无形资本存量的规模和密度均远高于其他三个区域（如图 4
所示）。从总量规模来看，东部地区无形资本存量规模在 2000 年时是其他三个区域总和的 1.44 倍，

2020 年已增至 2.87 倍，占全国无形资产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59.15% 上升至 2020 年的 75.13%。从密度

来看，2000 年人均无形资本存量较为接近，但 2020 年东部地区人均无形资本存量达到了其他三个区域

的 1.48 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无形资本存量增长趋势相似，但中部地区无形资本存量规模和人均

无形资本存量均略低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人均资本存量规模从 2016 年开始出现持续下降的态势，

占全国无形资本存量比重由 2000 年的 9.39% 降至 2020 年的 3.17%。

从无形资本的集聚程度来看，无形资本存量高度集中于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和浙江五个省市，其

无形资本存量占全国比重达到 60.48%。2000 年以来，无形资本存量始终保持在北京和广东两地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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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20 年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无形资本存量规模及增速

                    数据来源：根据表 1 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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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根据图 3 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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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中趋势，两地无形资本存量占全国比重在 2000 年已分别达到 11.28% 和 11.78%，2020 年进一步扩

张至 16.74% 和 15.40%。江苏是第三个无形资本存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 10% 的省份。上海无形资本

存量占全国比重保持在 8%-10%。浙江无形资本占全国比重由 2000 年的 4.63% 升至 2020 年的

8.10%。天津、河北、河南、山西、东北三省等除北京以外的所有北方省份均呈现无形资本存量占全国

比重下降的态势。其中，天津、河南、吉林、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新疆呈现出无形资本占全国比重

下降、基础设施占全国比重上升的反向变动趋势，河北、山东则呈现出二者双降的趋势。湖北、安徽、重

庆、贵州是无形资本存量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全国比重双升的地区。

从无形资本存量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关系来看，二者的发展较不平衡（如图 5 所示）。从 2020 年

的数据来看，广东、天津和江苏三地的无形资本存量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规模较平衡，二者之比分别为

1.04、1.02 和 0.98。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无形资本存量规模远高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北京无形资本存量

规模达到了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 4.5 倍。山东、浙江、湖北、福建无形资本存量占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比

重超过了 60%，但山西、宁夏、青海和内蒙古四个省份无形资本存量占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比重不足

10%。此外，辽宁、甘肃、吉林、河南、新疆、云南、宁夏、青海和内蒙古 9 个省份 2020 年无形资本存量与

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之比较 2000 年水平呈现下降态势。可以看出，大部分能源输出型省份的无形资本

发展相对缓慢，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拉动了地区的经济增长、缓解了区域间不平衡，但基本以自然资源开

发和传统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调动为主，难以培育资源禀赋优势地区的创新增长动力。

五、基础设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探索

（一） 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区域间合作方式

伴随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数字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37］，新型基础设施的引领性和重

要性逐步凸显。新型基础设施是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优化和革新，具有显著区别于传统基础设施

的特性，可以充分发挥新型基础设施的特性创新区域间合作方式。

第一，新型基础设施具有实物载体和应用场景在物理空间分离的特性，这一特征使新型基础设施

“硬件”的空间布局有更多的选择。因此，可以通过国家尺度的规划，推进区域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

空间合作。利用新型基础设施充分挖掘不同区域的禀赋条件，注重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和协调

发展。如“东数西算”工程，即是将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分别布局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据中心以

市场需求、综合效能和用户终端为选址标准，算力基础设施以气候条件、能源禀赋、环境优势为选址依

据，充分利用不同区域的自然优势最大化实现绿色数据中心产业的集约发展、推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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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 年和 2020 年各省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与无形资本存量之比

           数据来源：根据图 3 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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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建设。通过“东数西算”工程推动东部和西部地区网络一体化、能源一体化、算力一体化、数据一

体化和应用一体化。

第二，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需要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建设与投资，掌握关键技术的头部企业和组织

能够成为新型基础设施的引领，这一特性为新型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管理模式、运营机制提供了多元

化的可能性。因此，可以通过政策工具创新，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区域间权益合作。企业引领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有利于挖掘基础设施资产价值，并衍生和盘活一系列相关权益，如运营权、知

识产权等。通过创新权益合作模式与融资工具，加强区域间重大项目合作与产业协同，建立区域间知

识共享与产权合作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和境外投资者，形成多元化投资与合作的格局。

第三，新型基础设施具有建设过程与使用过程分离的特性，这使得新型基础设施的真实价值难以

估算，新型基础设施硬件可作为投资计入资本价值，但对网络、数据、平台等的使用才是新型基础设施

价值最大化的体现。因此，可以在新型基础设施运营中推进区域间价值合作。新型基础设施投入使用

后能够进一步推进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发展，如由信息基础设施衍生出的新一代通信技术和数据资

源，智慧能源等融合基础设施带来的绿色节能和环保效益，创新基础设施带来的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

提升等不仅是对传统要素水平的升级，也创造了新型要素。通过创新项目运营中的“价格—价值”反馈

机制，增强区域间新型基础设施价值合作。

（二） 以无形资本培育缩小区域间发展能力差距

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由物质资本为主向物质资本、无形资本并重转变，无形资本的培育和积

累是提升地区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

第一，进一步提升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地区无形资本积累的动力，保持创新优势，以适度超前

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引领无形资本增长的持续动力。增强环渤海地区无形资本投资，发挥山东、天津、

辽宁等地区的制造业优势，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线，推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培育新经济、

新业态。提升海峡西岸经济区等地区无形资本积累规模，加大对企业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的投入，提升

企业和地区的全球竞争力。

第二，优化中西部地区的无形资本结构。一是培育依附于传统基础设施的无形资本。中西部地区

县域经济体量较大、农村地区较为广袤，可以充分利用“宽带中国”、“数字中国”等工程建设的政策资

源，扩大人工智能、5G 技术、工业互联网、数字基础设施等在县域和农村的布局，通过升级改造交通、水

利和电力设施开发智能工程管理系统、工业工程设计、市场研究、管理技术人员等无形资本。二是提升

新型基础设施在全产业链中的应用水平，引导企业加强科技研发投资和科研人员培育，发挥布局在中

西部地区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科学大装置的外溢效应，提升基础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产业化水平。

三是调整能源密集地区的资本结构，扭转山西、内蒙古、新疆等能源密集地区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

济增长的状况，增强对知识、技术和创新要素的投入，培育矿藏勘探、地质勘察设计、工程设计等创新资

本的形成和积累，建立能源开采全周期的行业准则、技术标准、制度规范。

第三，加大东北地区无形资本投入力度。一是加强对东北地区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信息资

本、创新的投入，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实现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升级。二是投资延伸

传统优势制造业下游行业，增强智能装备制造的应用领域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培育企业家精神、培

养职业经理人、改善营商环境等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深化国有企业制度优势。

（三） 以多维度政策协调统筹优化空间发展动能

以多维度政策的协调发力提升和优化空间发展动能，统筹多尺度基础设施规划与布局，优化经济

社会空间形态。第一，基于交通强国建设要求，优化功效空间体系。推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

设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城市群都市圈交通现代化和一体化，实现沿海和内陆间、城市和乡村

间、市场与工厂间的高效连接。第二，以国家重大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布局为牵引，提升区域发展能

力。通过非化石能源基地建设、新一代电力系统建设发挥中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优势，提升中西部地区

新能源技术、智能化技术水平，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第三，协调融合多尺度各类型规划，实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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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政策—项目—资金”的有机统一。以发展规划为统领，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专项规划等

各类规划的纵向融合与横向协调。围绕规划体系构建精准化、可操作的区域政策体系，优化各级各类

区域发展平台，提高区域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优化专项债存量与储备项目结构，提升交通、能源、

水利、生态环保、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项目质量和前期论证。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

横向协调推动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务间的纵向协同，发挥金融工具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的功能，释放财

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乘数效应。

六、结 语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框架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扩大投资的意义，还具有政策属性、资本属性和产

业属性的内涵。在不同尺度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设施政策属性发挥了差异化效应。在国家尺

度下，通过规划重大工程、大型基础设施和营造新区位优势，建立了各系统之间、各功能区之间的联结。

在区域尺度下，通过优化运转型基础设施、开发型基础设施和引领型基础设施布局形成的网络效应，推

进了区域间优势互补，并拓展了区域间新型合作模式。在地方尺度下，基础设施建设的集聚效应吸引

资本、企业和劳动力向优势地区集聚，提升了当地发展水平，但也存在拉大地区间差距的潜在可能性。

这需要进一步把握基础设施作为资本的运动规律，总结资本先期性和流动性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吸收过

剩资本、重塑国土空间格局的本质特征。基础设施产业属性培育了无形资产的形成，进而带来无形资

本积累、推动了地方发展能力，但由于无形资本尚未完全进入国民经济核算，而掩盖了区域间潜在

差距。

本文尝试从政策属性、资本属性和产业属性建构基础设施多维属性的分析框架，并对比分析了各

区域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无形资本存量，进而解释了区域基础设施多重属性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差

异化影响。未来，可以进一步实证分析基础设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如评估基础设施促进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效应、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格局演进的空间效应、区域间无形资本差距影响区域

经济协调的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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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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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build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and territo⁃
rial space system wit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mote coordi⁃
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s China enters a new stage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ll as⁃
pects，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rough infrastructure faces 
new practical challenges， requiring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its develop⁃
ment laws.  On the basis of distinguishing the policy， capital， and industrial attributes of infrastructu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from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scales and shows tha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differentiated effects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shaping of spatial devel⁃
opment patterns.  In particular， the accumulation and rise of invisible capital cultivated by infrastructure 
have led to the diverge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hs and the gap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Therefore，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rough infrastructure，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regional cooperation mod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to narrow 
the gap in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between regions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invisible capital， and to coor⁃
dinate spatial development momentum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Key words：infrastructure； policy attribute； capital attribute； intangible capital；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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